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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分野与“入雅”困境：明廷戏曲

文化定位两歧性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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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明代宫廷沿袭传统的音乐文化场域推行雅俗之辨、尊雅抑俗的统治策略，这导致了：一方面，演剧活动作为
礼仪活动的一部分，衍生出适应雅文化标准的表征上的改易；另一方面，戏曲因自身俗文化属性，在明代宫廷中长时间处

于被刻意压制的发展困境中。这种因礼仪之用而受到雅文化系统眷顾、又因俗乐定性而备受钳制的两歧性状态，使得戏

曲多作为雅乐表演之后的“附着物”而出现，戏曲的文学性、音乐性、舞台呈现等表征即使经由雅化改造，仍旧难以被雅

乐系统所接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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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宫廷的礼乐体系中，演剧活动以其所承担的教化审美功能，得以应用于礼仪场合与内廷皇室

私人生活场景之中。这些演剧活动一方面需要在意涵、功能、形式等诸多方面遵守礼乐系统的制度规

约；另一方面也因融入了民间文化的丰富元素，使得宫廷文化在保持古制的同时，更加具有俗文化的某

些形式与内核。但由于明代宫廷长期固守雅乐复古观念，演剧活动以及曲体文学的创作、传播也常常受

到雅乐的排斥：一方面，雅乐因其渊源于上古礼乐传统，拥有政治话语的权威性和文化权力的合法性，另

一方面，演剧活动则以其自身俗文化特征，在雅文化主导的宫廷文化场阈中处于边缘地位。这种差异使

得演剧活动在宫廷中始终难以与雅乐系统实现有效的融合，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雅俗分野。在这种

分野明晰的文化语境下，宫廷戏曲活动展现出既雅致又通俗，既迎合雅文化话语权威又因俗文化特征而

常常受到贬斥的复杂文化状态。明代宫廷也未能再现汉、唐等朝代将俗乐、今乐融构于雅乐系统的盛

举，未能开启戏曲以俗乐身份“变雅”的新阶段。这一史实既反映了戏曲活动在明代宫廷文化中的特殊

性，也暗涵了雅、俗文化在明代官方文化管理视野中的复杂关系。

一、礼乐建制传统约束下的宫廷演剧生态

明朝宫廷礼仪系统的建构与具体条规的完善和改定，一直恪守周礼系统所代表的儒学传统规范，并

广泛借鉴各朝仪轨，以有古制可循、博采历代之长为表层特征，力图呈现一套尊古、严谨、有序的宫廷礼

乐范式，意在以系统化的礼乐表达来体现理学影响下的政治伦理与道德观念，以仪轨的严肃性彰显明代

政权的正统性。如明太祖洪武元年，即合中书、翰林、太常等多个政治、文化管理部门，在历征往代礼乐

制度的基础上，“酌定郊社宗庙仪”①。翌年又开始组织人力编修《大明集礼》，涉及礼节行为、音乐体

式、服装冠冕、仪仗形制等诸多方面，“凡升降仪节，制度名数，纤悉毕具”②。之后明太祖还大规模组织

７５１

①

②

收稿日期：２０２４－０７－０２
基金项目：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２２＆ＺＤ２８３）
作者简介：黄俊（１９７９—），男，湖南湘潭人，博士生，讲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历史文化研究。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２２３页。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２２３—１２２４页。



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２５年第１期

全国儒学名流编修《洪武礼制》《礼仪定式》《稽古定制》等十四部礼乐著作①，通过对古代制度的整理与

传承来凸显明廷统治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并形塑了明代宫廷以崇古、雅正为核心的文化倾向。在此之

后，秉承建设本朝礼乐仪范的理念，明代诸帝也多有完善、增拓之举。例如，明成祖将朱熹《文公家礼》

推广至全国上下，明世宗在全国范围内颁行《明伦大典》《祀仪成典》。神宗时期，自孝宗时期肇修、历时

近百年的《大明会典》竣成，明代礼乐制度初建、修补、变革的详细历程悉数收纳于内。明代官方不断完

善礼乐制度的行为，体现了其恪守儒家政治观念并视礼乐为统治秩序和稳定性重要载体的文化心理。

这一文化心理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代，其时诸侯国秉持以礼乐设国政的政治文化信条，多

次施行相关为政举措并阐释其中理论。如春秋时期，乐师师旷进谏晋平公，认为新乐远不如古乐能匡扶

政治、陶冶人心，应“修诗以咏之，修礼以节之”②；齐相晏子拘捕了在齐景公面前表演新乐、变换齐国传

统古乐的歌人虞，并对齐景公阐释了音乐衰亡则逐步导致礼法、政务、国家相继败亡的观点③。至如老

子远乐、孔子删定《诗经》、子夏对魏文侯论述古乐与新乐之辨、墨子非乐等言论或行为，其出发点均视

礼乐为政治的外在表征，必须使音乐归复上古时期传承而来的古乐统序，并降低春秋以来新兴音乐的影

响，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这些古人言行带有明确的崇尚古乐、贬斥新乐或今乐的价值指向，经由

《国语》《礼记》、诸子论著以及《史记》等儒学、史学以及子部经典流传于后世历代官方学问系统之中，

成为历代基本的政治文化思维与文化管理行为的指南。

自汉以降，历代王朝重视制礼作乐，严格以礼乐制度的复古为基准，限制今乐在宫廷乃至社会上的

传播行为。如汉哀帝于即位之初，即诏令罢黜汉武帝时期以来所设的民歌采集机构“乐府”，诏曰：“孔

子不云乎？‘放郑声，郑声淫’。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署他

官。”④不仅以郑声惑乱人心为由终止了朝廷今乐系统的运行，还严格甄别古乐，另置其他机构专管古乐

系统。与之相类的典型的崇尚古乐、抑制今乐的行动，还有从唐代以来官方设置“教坊”，专门负责今乐

演出，从而与宫廷雅乐机构相分离；并且由唐至明，“教坊”一直存续，始终承担官方赋予的今乐演出和

管理职能。

宫廷戏剧因其晚出于古乐系统并具有鲜明的今乐属性，故而相关的演出活动，长期生存于这种崇古

抑今、以礼乐建制加以管束的语境之下。同时，需要看到的是，宫廷戏曲并非只具有单一的今乐、俗乐或

者说俗文化属性。稽考宫廷戏剧流变，约始于传说中夏桀“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

旁，造烂漫之乐”⑤，以富丽宏大的道具和排场在宫廷表演乐舞。从《国语》《春秋》《史记》等史料记载来

看，在春秋到秦朝时期诸侯国宫廷中，晋国有优施，楚国有优孟，秦国有优旃，均以歌舞形式向君主进谏，

此即刘勰所述“古之嘲隐，振危释惫”“会义适时，颇益讽诫”之义⑥。这种偏于政治讽喻的功能，固然不

应单纯以俗文化来界定其归属范畴，而应看到其偏于雅化的部分品格趋向。这一特征为戏剧在历代宫

廷的存留提供了相当的合法性，构成了历代宫廷延续戏剧活动的主要成因之一。比如唐、宋、元、明四朝

宫廷一直保留着滑稽戏的形态，内容多是优人自编情境，自觉地用戏谑的形式对时政得失、吏治腐败现

象进行反映。又如关汉卿杂剧《伊尹扶汤》、鲍天佑杂剧《史鱼尸谏卫灵公》皆因其教化内涵，而得以进

献于宫廷。前者获得了“大金优谏关卿在，《伊尹扶汤》进剧篇”⑦的美誉，后者获得了“奉宣赍与中书

省，诸路都教唱此词”⑧的推重。

可见，以礼乐建设为国家政治的重要制度，并形成和贯彻重视古乐、贬抑今乐的价值观念，从而使戏

剧活动受到礼乐建制的相应束缚，是先秦以降历代宫廷的政治文化特色，也是历代宫廷戏剧活动面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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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生态环境要素之一。戏剧演出的内容与宗旨在俗文化属性之外，尚需包含部分雅文化成分。这既

是先秦时期业已形成并不断延续的宫廷戏剧演出传统，也是戏剧在宫廷场域得以保留且不断发展的原

因与必要条件。

二、明廷演剧的礼仪功能与俗乐属性

明初以来，针对元代“朝会飨燕，则用燕乐，盖雅俗兼用者”①的乐制变异，明廷以雅乐复古为核心，

力求复现雅乐为主导的宫廷音乐系统。自明太祖至明世宗时期的近２００年间，明太祖、成祖、英宗、景
帝、宪宗、孝宗、世宗等多位皇帝任内，都不断建设、改订了雅乐系统②。伴随着明廷对礼乐体制持续进

行的制度建构及内容增修与不断完善，演剧活动在宫廷文化语境中受到了截然相反的两方面影响：既受

到来自制度化、规范化、仪轨化管理策略的积极推动，从而获得了一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也有来自雅俗

分野视阈下的演出形态被排斥、文化价值受贬抑等消极向度的阻力，长期处于宫廷文化谱系的边缘

位置。

一方面，演剧活动经常被视作音乐歌舞活动的一类组成形式，应用于部分宫廷宴会场合。明廷对

《周礼·天官·膳夫》中的“以乐侑食”礼乐传统的秉持与沿袭，从制度的合法性与文化行为的合理性两

个层面，支持着它的这种生存状态。同时，演剧活动也以其内容的世俗性，被表征为体现普天同庆、朝廷

与百姓或者与藩属同乐的太平祥和图景呈现，满足了政治伦理的象征意义，因此也纳入宫廷仪轨系统之

内，成为某些仪式场合的构成要素。《大明会典》卷七十二所载洪武年间所制定的大宴，永乐年间所制

定的小宴和东宫宴诸仪轨③，以及卷五十一所录永乐年间定制的耕种藉田仪式④，均有“百戏承应”的内

容。但所有“百戏承应”，皆是位于具体仪轨片段的尾声，作为娱乐小品而进演。如皇帝主持的大宴、小

宴、东宫宴都是明廷重要的政治礼仪活动，“百戏承应”被附着于《振皇纲》《长杨》《车书会同之舞》等极

富政治叙事色彩的雅乐歌舞之后，其文化地位明显低微。基于雅文化的审美要求，明廷也对戏曲音乐体

制进行了大幅度的重构。明太祖赞赏《琵琶记》的思想内涵和教化意义，但又不满它以文化地位较低的

南戏体式表演，于是下令教坊乐人改撰腔调，以北曲体系为标准，将《琵琶记》套入其中演出⑤。此种变

革反映出明太祖接续自古以来推崇中原地区音乐、音韵为“正音”的理念，试图通过“北曲化”改变南戏

作品的音乐呈现，以确保宫廷演出内容保持 “正音”的纯粹性。明代也就此出现了专供宫廷演出的南戏

“官板曲”旋律体制，在音乐雅化程度上与民间南戏音乐系统区分开来。

另一方面，在推重雅乐复古的影响下，戏曲因审美内涵、音乐风格偏于世俗化的所谓“俗乐”“今

乐”，成为被贬斥的对象。明太祖指责元代“古乐俱废，惟淫词艳曲更唱迭和”⑥，表现出对与古乐的雅正

审美内涵背道而驰的“淫词艳曲”等世俗音乐、文化内容的排斥。他还在道德教化的视野下，界定“古乐

之诗章和而正，后世之歌词淫以夸”⑦，人为地将古乐与俗乐设置为一组对立的美学范式。在这一基调

下，散曲演唱、杂剧和南戏的搬演等俗乐、今乐范畴内的音乐活动，在明初以来就遭遇了较为明显的制

约。明太祖诏令“自今一切流俗喧?淫亵之乐，悉屏去之”⑧，从而在宫廷音乐制度层面，形成了对今乐、

俗乐的抑制态势。之后明廷历代君臣也多秉持类似理念，如明孝宗时期也有大臣上奏，在太子教育方面

应屏蔽演剧等娱乐形式，“皆勿令见”⑨；明世宗嘉靖还诏令内廷宴会场合“斥去一切俗乐”瑏瑠。基于明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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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守的雅文化为主导的审美内核，使得统治者们在价值判定时，会置雅乐于首选，而包括演剧、曲唱在内

的各种杂乐形式的演出活动在宫廷的出现场合则明显偏少。考察《大明会典》卷四十三至卷七十三之

间记录的相关礼乐制度，可知：在极端严肃的礼仪场景如朝贺、朝会、庆典、祭祀等，一律只用雅乐歌章及

配适的雅乐歌舞为乐舞内容。演剧在多数情况下服务于皇帝私人生活场景，承担侑食饮宴功能，或者在

“万岁节”“千秋节”等帝、后的寿宴过程中，作为仪轨所规定的助兴表演而出现。经过从属于礼仪规范

的功能性要求的规训之后，演剧内容上也突出形成了明廷文化空间中特定的美学品质。在皇帝个人的

戏剧选择方面，这一品质体现为御前演剧内容具有明确的指陈政事、偏重教化等特点。例如，明熹宗喜

好在雪天装扮成宋太祖的形貌，带领其他人表演“宋太祖雪夜访赵普”，且在观赏戏剧时偏好于“多点岳

武穆戏文”①。这些剧目取材于历史事实，内容倾向或关乎国家治理、或关乎抗敌卫国。这突出反映了

明廷演剧制度中一直遵行的取材教化、服务政治的传统———既使得宫内进演剧作往往局限于相应主旨

范畴之内，也规训出皇帝个人对这类题材的选择性偏好。

从中也可以看到，受制于整个宫廷文化的守成态势，音乐形制内部的雅俗分野始终壁垒分明，以至

于演剧活动虽然为一些帝王所好，但仍旧无法像雅乐歌章那样，以剧目单列的形式成为礼乐仪轨的独立

成分，无法实现地位的抬升。这是在明廷文化理念和礼乐制度所营构的戏剧生态中孕育而出的必然

结果。

三、雅化呈现：明廷戏曲演出的独特风貌

在严格遵循礼乐仪制规约、受制于宫廷崇雅抑俗的文化氛围下，明廷演剧在语言风格、宫调使用、曲

种选择、演出形态、演出规模与道具使用等方面，均形成了自身特色，与民间演出大异其趣。

从学界公认的能典型反映明初至明中叶宫廷演出曲目的《雍熙乐府》嘉靖丙寅年（１５６６）刻本来考
察，宫廷曲文内容约为四类：一是太平颂圣及皇室祝寿之类，二是男女恋情、相思之类，三是歌咏富贵功

名生涯之作，四是咏唱风物景致之属。其中第一种皆是专供宫廷演唱的套数创作，其题名有“元日祝

贺”“元宵内宴”“中秋”“祝圣寿”“宴庆皇朝”“忠臣辅国”“文武全才”等，几乎涵盖各种宴会场合专门

演出之用的曲文。曲文用语儒雅而非偏向民间口语，该语言特征与《雍熙乐府》收纳杂剧唱词偏重文采

派作品而本色派的关汉卿无一部杂剧入选的审美取向相印证，说明“文采派的华美词章更符合宫廷演

唱的需要”②。

在宫调使用方面，太平颂圣及皇室祝寿类的套数皆通篇描写百官同贺、香气缭绕、瑞光满庭等壮大

场景，并且多使用仙吕宫写作。在元明时期，仙吕宫的音乐风格一直被界定为“清新绵邈”③，适于表现

典雅内涵、描写盛大的场面与隆重的事件。与之相呼应的是，在《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所辑录的明

廷剧本中，上百种描写明君贤臣、建功立业的杂剧，也普遍由仙吕宫肇始，以“健栖激袅”④的双调结尾，

并多数在尾声处歌颂皇恩圣德⑤。这种宫调与内容的固定搭配，表现出宫廷戏剧审美对情感表达的典

雅化、严肃化的内在要求。

在南北剧词的收录方面，《雍熙乐府》录有北杂剧８６种中的１８７套剧曲，南戏仅录入２４种、４０套剧
曲，而且南戏唱词对应的是编入北曲弦索的“官板曲”。可见明廷基于礼乐传统观念的以北曲为中原正

音、轻视南曲的偏见，自明初一直延续至嘉靖末期。重北曲、轻南曲的曲种选择，与嘉靖中叶以来经由魏

良辅改革昆山腔、南戏逐渐盛行于全国的民间演剧发展趋向，形成显著差异。直至晚明万历初年在宫内

设置四斋、玉熙宫，以宦官演习流行于民间演出场合的南戏等“外戏”⑥，宫廷演剧的曲种与内容才逐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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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０８页。
李真瑜：《明代宫廷戏剧史》，紫禁城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第１３６页。
朱权：《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３集）》，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１页。
朱权：《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３集）》，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５２页。
陈慧：《明内府本历史故事杂剧研究———以〈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为对象》，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２０２１年。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１９９７年版，第７９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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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与民间“接壤”。

在演出形态上，通过考索《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所辑２４２种明廷演出剧本可知：一方面，明廷剧
本全部遵守元代形成的杂剧曲牌制度，使用北曲联套，不掺入南曲曲牌；并且绝大部分剧作也遵循一本

四折的元代定制。可见明代宫廷对北曲“正音”地位的严格尊奉。另一方面，在具体歌唱形式上则主动

突破元杂剧一人独唱的定制。如明初永乐至宣德时期（１４０３—１４３５），御用文人贾仲明、藩王作家朱有
瞛创作的《升仙梦》《寄娇容》《蟠桃会》等剧目中，均使用了多角色合唱的形式，称颂治国有道、盛世太

平。这种改动基于现场氛围考虑，增强了喜庆、热闹的视听效果。

在场面铺排和道具使用方面，明廷演剧追求辉煌的皇家气派，场面宏大且道具豪奢。晚明宋懋澄记

录“御戏”曰“至战争处，两队相角，旗杖数千”①，仅旗杖道具即非一般舞台所能承载，这种场景当是安

排在殿前广场进行的表演。在太平颂圣及皇室祝寿之类的戏曲演出中，更是出场角色众多、道具奢靡，

远非民间演剧所能承担：如《群仙祝寿》第一折出场的人物就有３０多人；《天真祝万寿》登场神仙妖魔也
有３０余个，辅以鹿、虎、鹤、猿四种动物参演；《五龙朝圣》里五路水神向皇帝献上摩尼珠、玛瑙、琥珀等
八宝，以及四株均高三尺以上的珊瑚树作为寿礼；《天真祝万寿》更是以多人合力推动的翡翠琉璃高塔

为道具，并设计了舞台燃放烟花的表演内容。

综上观之，明代宫廷戏曲以典雅雍容、富丽华美为审美基调，在语言风格方面偏好词采华丽；在宫调

使用上遵循旋律情绪与演出内容的搭配原则，注重典雅化与严肃化的美学呈现。受到以北曲为“正音”

理念的深度影响，明廷演剧在曲种选择上长期推重北曲、杂剧，并以北曲化的“官板曲”来表演少量南戏

剧目；演出形态方面也尽量恪守北杂剧一本四折、纯用北曲曲牌等旧制，仅在少量庆贺、颂圣类剧目中突

破了一人独唱全剧的限制，以呈现热闹、吉庆的舞台效果。在演出规模与道具使用方面，以宏大场景、人

物繁多为胜，以豪华奢侈、布景新奇为能，以符合宫廷礼仪场合中“天家气象”的自我形塑。这些特征表

明，明廷虽然将戏曲归属于今乐、俗乐范畴，但在唱词风格、音乐旋律、舞台视觉效果等多个方面，又极力

尝试建构以典雅、恢宏为主的美学呈现体制，从而实现对戏曲部分元素的雅化改造。

四、明廷戏曲的“入雅”阻滞

在中国宫廷音乐的发展历程上，曾多次出现过部分俗乐、今乐的演出形式和音乐成分被官方认可或

扬升为雅文化属性，文化身份获得认同后融入雅乐系统的“入雅”现象②。这类情况反映了各王朝对文

化管控能力的自觉增强。如始于东周遂于东汉的“郑声”入雅，将民间诗歌的美学样态纳入国家政治文

化的统辖之内；始于东汉末年遂于唐代初年的民间清商乐入雅，和隋唐宫廷对外族和外国音乐的吸纳融

汇，都反映了当时政权对“四海归一”式政治图景的文化想象。

就史实来看，演出于宫廷的词曲、戏曲类音乐成分，向宫廷雅化形态转型的趋向，自宋以来有明显滋

长。如《东京梦华录》所载帝后寿宴仪轨中，在第四巡酒时，于宫廷艺人做雅乐歌舞之后，演出“诸杂剧

色打和，再作语，勾合大曲舞”③。宋代宫廷将雅乐歌舞、杂剧表演并行排布，已经展露出宋杂剧在宋廷

文化构成中初具雅化的身份定位趋势。

元代文人群体对曲体文学的认同，也有着推俗入雅的文化意图。如虞集将散曲定性为南北两地

“士大夫歌咏，必求正声”的文化自觉成果，“皆足以鸣国家气化之盛”④；罗宗信将北曲视为 “实治世之

音也”⑤。其逻辑都是既从音声角度肯定北曲、杂剧的“正音”归属，又在内涵上笼以“治世之音”的理

念，用“鸣盛”的诗学审美进行价值推重。由此，北曲统摄的曲体音乐形态和文学形态，被元代文人建构

为雅文化的构成成分。接续于这类认识，明太祖命教坊司艺人改造歌唱腔调，使得南戏适用于北方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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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懋澄：《九硁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第２１８页。
张树国：《变雅：庙堂雅乐的生命张力》，《浙江学刊》２００９年第５期。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注》，郑之诚注，中华书局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２１页。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１集）》，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７３页。
《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１集）》，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１７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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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可于筝琶被之”①。明初杨讷、贾仲明等宫廷文人以及朱权、朱有瞛等藩王作家也都不约而同地

固守北曲散曲与杂剧的创作，并不染指南曲、南戏。朱权还将自己的北曲曲学著作命名为《太和正音

谱》，更是集中反映了对北曲系统代表的承担反映盛世“太和”风貌的“正音”的重视与推崇。由此可见，

宋至明初，宫廷文化认知与士大夫文艺理念两个方面，都为曲体形态的入雅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但从明廷雅乐系统的发展历程来看，无论是明初获得一定认可的北曲体式，还是晚明时期进入宫廷

演出系统的南曲、传奇，最终都没有完成脱离今乐、俗乐身份，进而晋升为雅乐构成形态的文化地位转

变。考察戏曲活动在明廷遭遇“入雅”阻滞的诸多成因，剖析明廷戏曲生态的复杂构成时，需要注意到：

明代宫廷对戏曲如何归置于礼乐制度、如何划归于雅俗分野等问题，从本源而言，乃是遵循于先秦以来

音乐活动承载政治之道的儒家政治文化理念。

在先秦儒者归结的上古政治理念中，音乐被赋予重要的政治功用。《礼记·乐记》有云：“审声以知

音，审音以知乐，审乐以知政，而治道备矣”，“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极口腹耳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

恶而反人道之正也”②。意即古代圣王作乐，功能聚焦于教化百姓，具有思想上的教育作用。同时，先秦

儒学者并不将“乐”局限于具体的音乐歌章，也不区分古乐、今乐、雅乐、俗乐等音乐模式，而是用来统称

不同时期的圣王根据现实需求，进行音乐制作、展开社会教育的音乐教化集合体。《乐记》总结为“干戚

之舞，非备乐也；孰亨而祀，非达礼也。五帝殊时，不相沿乐；三王异世，不相袭礼”③。意即只要在内容

与效果上关乎思想教化，古乐、今乐等不同时代的音乐并无优劣之分，也非天然对立。

延至宋代，程颐继续阐释了这一点：“古人于诗，如今人歌曲一般，虽闾里童稚，皆习闻其说而晓其

义，故能兴起于诗。”④将宋人的唱歌度曲与周朝以《诗经》为首的“诗教”传统相比照，突出思想教化在

传播路径上的通俗性和受众的广泛性，而不是形式上的古典性、典雅性特征。这一理念传承至明中叶，

王阳明也认为“今之戏子，尚与古乐意思相近。……今要民俗反朴还淳，取今之戏子，将妖淫词调俱去

了，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百姓人人易晓，无意中感激他良知起来，却于风化有益。然后古乐渐次可

复矣”⑤。他认为符合儒家“诗教”意涵的“忠臣孝子”戏曲，一旦形成对全社会的传播接受影响，那么承

载教化精神的“古乐”作为一种音乐功能的意义范畴而非具体的古代音乐形态，就可以逐步复兴于明

代。可见，在宋明理学和心学体系内，儒学者们是从具体功能而非僵化的音乐形态层面，来区分词曲、戏

曲等今乐表演内容的雅、俗归属，并且是依据演出内容的教化效果，进行具体判断。这也意味着，在儒学

引导的官方文化管理视角下，固有的古、今、雅、俗音乐属性分野，并不能完全确定具体戏曲活动的文化

归属，而应以其文本内容、实际功能是否达到思想教化之用，来进行雅俗文化倾向的判断。

受这类理念的影响，在明代历代帝王进行恢复雅乐、重现古乐的尝试中，部分戏曲等俗乐因素以其

内容的教化属性得以被评判为具有一定的雅文化倾向，从而可以少量出现于宫廷雅乐、古乐建制当中。

清人对此总结为：“稽明代之制作”“第雅俗杂出，无从正之”，“及进膳、迎膳等曲皆用乐府、小令、杂剧

为娱戏。流俗喧哗，淫哇不雅，太祖所欲屏者，顾反设之殿陛间不为怪也”⑥。

但就更大程度而言，明代统治阶层所恪守的雅、俗音乐从形式到功能、品格判然有别的文化守成观

念，和他们所秉持的偏于僵化、保守的审美理念，最终形成了明廷戏曲难以“入雅”的巨大阻力。明廷在

理念上执着于对古乐、雅乐的尊奉，在政治文化心理上导源于先秦儒学对古代圣王的推尊，不仅暗涵着

重现盛世的政治诉求和文化想象，也指导着明代统治阶层在实践中以雅乐、古乐作为上古治世路径的重

要载体和政治经验，尝试进行模仿和承接。在以雅乐复古为指针的明廷音乐建制下，雅乐本身高据着统

摄音乐文化全局的核心地位，并在体式构成上接续了自先秦以来的排他性设置：雅乐本应绝不受纳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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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渭：《南词叙录》，《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３集）》，中国戏剧出版社１９８２年版，第２４０页。
孙希旦：《礼记集解（下）》，沈啸寰等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９８２—９８３页。
孙希旦：《礼记集解（下）》，沈啸寰等点校，中华书局１９８９年版，第９９１页。
程颢，程颐：《二程集（上）》，王孝鱼点校，中华书局２００６年版，第２００页。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上）》，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１１３页。
张廷玉等：《明史》，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第１５０７—１５０８页。



第２８卷 黄俊：雅俗分野与“入雅”困境：明廷戏曲文化定位两歧性论析

乐、今乐的音乐成分，居于与俗乐、今乐对立且高蹈的音乐权力象征者的位置上。明人的这种保守性文

化心态，使得从属于俗乐、今乐范畴的散曲、戏曲，在宫廷音乐文化语境下的类型归属、地位排列，都处于

毫无话语权力的劣势和低位，也容易从最根本的合法性方面受到雅乐系统和统治者们的贬斥。虽然基

于宫廷礼仪系统中侑宴音乐的仪轨需求和演出助兴的娱乐需要，演剧活动得以在明廷的宴饮、皇帝私人

娱乐等场景下获得生长空间，但是戏曲的地位与属性一直保持在被放置诸多雅乐歌舞的呈现间隙、附庸

于雅乐之后的杂项表演系统中。如 “大宴乐”“小宴乐”等宫宴规章虽经洪武、永乐、嘉靖等时期多次修

改，演剧始终被统括性地与杂技、说唱等共同归置为“奏百戏承应”，一起附庸于《振皇纲》《仰大明》等

雅乐歌章之后①。

可见终明一代的统治者在礼乐建制方面，延续着戏曲属于俗乐和地位卑于雅乐的传统观念，戏曲活

动与雅乐歌章之间形成了各行其是的交际鸿沟，断绝了出现交流进而形成交融的可能性：戏曲既无法在

宫廷音乐建制中与雅乐进行形式融构，也无法获得与雅乐相类的话语地位，从根本上阻断了戏曲活动在

礼仪职能和发展空间层面的扩大化。

基于仪式形态的严肃性和内涵的政治伦理特征，演剧的价值在宫廷之中被限定为承接道德教化意

涵，这进一步限制了戏曲多元化发展的可能。明末《酌中志》记叙了天启时期在秋收时段御前进演“打

稻之戏”，由宫廷艺人扮演农人与官吏，上演内容固定于“征租交纳词讼等事”范围之内，其在宫中的设

置初衷，在于“祖宗使知稼穑艰难之美意也”②。同期天启宫廷还有“杂剧故事”演出，其内容也集中反

映“世间骗局丑态”“市井商匠刁赖词讼”，创设目的也是“总皆祖宗原因”，自明初设立成为定制，用以

增拓皇帝和皇子们对社会基层生态的了解，从而达到“广识见”“恤民隐”的认知效果③。两处的“祖宗”

即统指明初以来君主。可知这两类演剧活动早已形成固定制度。剧情蕴含的现实教育意涵和反映的体

恤百姓的政治道德意识，是它们得以长期存留宫廷之内并成为教育性表演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所在。

考诸明廷演剧发展历程，在晚明神宗万历、熹宗天启时期，明廷演剧活动因演出形态多样，确有趋于

繁盛的发展态势。但这种繁盛突出地表现为演出频度的增加，并不代表戏曲的文化地位实现了实质性

的跃迁。在文化守成的理念和复古趋向主导的礼乐建制系统中，明廷戏曲并未沿着元代文人对北曲、杂

剧雅文化属性的阐释之路前进，也未遵循宋明理学、心学对古乐、今乐功能壁垒的突破化诠释路径走向

抬升，更未获得融通于雅乐系统的机会。服从于礼乐复古建制、附庸于雅乐之外、归属于俗乐的性质，一

直是它在宫廷的基本状态。

结语

在明代宫廷礼乐文化的视角下，演剧往往执行着一定的礼仪功能。它作为填塞、附庸于雅乐歌舞之

间的演出活动，承载着表现社会安定秩序、宣扬道德伦理和呈现理想中盛世图景的任务。受到礼仪标准

束缚，明廷演剧在题材选择、音乐形式和内容表现等方面都受到严格限制，长期遵行取材教化与服务政

治的传统。出于礼仪需求而又驯从于礼仪制度，这为戏曲在宫廷中获取生存和发展空间，提供了合礼法

性的保障。同时，在明代宫廷严申雅俗之辨的文化守成态势下，演剧活动又被定性为“俗乐”属性，在尊

雅抑俗的文化环境中受到明显贬斥。基于音乐雅俗之辨的细化考究，一方面，在客观上促成了北曲、杂

剧以“中原正音”流裔的文化身份在明廷获得继续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南曲、南戏在明代中

前期宫廷的传播形态，最终造成了明廷戏曲发展态势迥异于民间的现象。

明廷戏曲虽然在唱词、音乐、舞台效果等方面出现了一定的雅化发展征象，但“俗乐”这一定性，也

使得戏曲无法在宫廷演出体制中进一步获得与雅文化趋近、融通的可能性。戏曲活动甚至在宫廷语境

中长期受到雅文化系统的排斥。即使晚明宫廷戏曲活动在演出频率方面呈现出繁荣趋势，但明廷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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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形成新的促进戏曲与雅乐相融通的条件，也没有从雅俗文化分野理念上出现改变尊雅抑俗接受态

度的根本性变革，更没有形成从制度层面进行戏曲地位抬升的变革，也就最终无法使戏曲获得可以与雅

乐展开交流、融入的文化权力和话语地位。因此，在明廷重视礼乐复古、严守雅俗分野的文化生态之中，

戏曲音乐成分始终未能走入雅乐系统的吸纳范围之内，也就未能在明代出现戏曲要素的“入雅”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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